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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科學與空間分類
―關於「客人」的民族誌描述及其社會上的影響―

河 合 洋　尚＊

Ethnology and Spatial Classification: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s of “Guest People”  

and Their Social Influences

Hironao Kawai

 這十幾年歷史學家開始關注在 19世紀後半至 20世紀前半出現客家認同的歷
史過程。然而，這些研究很少討論當時文獻所記載的「客人」或「客家人」到底
是什麼樣的群體。本論文關注客人和客家人之間的區別。本論文指出，在民間社
會裡客人往往指對某個群體來說的異邦人，另一方面客家人指按照西方的民族科
學被分類的民族集團。與前者不同，後者可以在地圖上表示其具體分佈範圍。由
於有時客人概念和客家概念兩者會重複，不少客家研究把兩者混在一起討論。因
此，本論文從人類學視角論述基督教傳教士如何利用民族志的手法，對客家和其
他族群―本地人、福佬人―進行區別和分類，並描繪出客家特色。以及客人精
英後來如何把它當做新的自我認同。在最後本論文指出19世紀的客家族群範圍與
現代的客家族群範圍不一定一致，連20世紀前期粵東的客家概念裡也包含民間社
會的客人觀。

 For over ten years, historians have focused on how the Hakka ethnic cat-
egory emerged betwee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parts 
of the 20th century. However, their studies only briefly discuss who the 
“Keren” (客人) or “Hakka” (客家) in the recorded texts of that time actually 
were. This paper posits that the categories differ because the former are cul-
tural groups considered strangers or “guest people” by the locals while the 
latter is an ethnic group categorized by outside observers using Western eth-
nological practices. The latter can be classified spatially on the map. I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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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 to illustrate how Christian missionaries depi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kka people using ethnographic methods and how the Hakka elites 
accepted this categorization as their own identity. In doing so, I point out that 
the 19th century categorization of the “Hakka” is different from the Hakka in 
the contemporary sense, as the former still includes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Keren” in the local context of East Guangdong.

　この十数年間，歴史学者は，客家というエスニック・カテゴリーが 19世紀後
半から 20世紀前半の間にいかに出現してきたかに焦点を当ててきた。しかしな
がら，これらの研究は，当時の文献で記載されていた「客人」や「客家」が誰
であったのかについてほとんど議論していない。本論文は，客人と客家の間の
区別に着目する。客人とは現地の人々にとっての異人（文化集団）を指す一方，
客家は西洋の民族科学によって外部の観察者によってカテゴリー化された民族
集団である。後者は，地図上でその分布を示すこともできる。本論文は，いか
にキリスト教宣教師が民族誌的手法により客家の特徴を描き出してきたのか，
そして，そのカテゴリーをいかに客人エリートが自己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とり
こんでいったのかを述べる。それにより，19世紀の客家と現代の客家とではカ
テゴリーが一致し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を指摘すると同時に，その後も広東省東部
の民間社会における客家概念には「客人」としてのニュアンスが内包されてき
たことを明るみにする。

1 序文―問題的所在

2 「客人」與客家人之間

2.1 客家人的意象和現實―從田野考察
出發 

2.2 廣東省的客家人和客人

3 西方傳教士對廣東漢人的民族誌描述

3.1 走到中國的傳教士

3.2 歐德理的民族誌描述以及空間表象

3.3 圍繞客家的學術表象、政治分類

4 客人精英的漢人意識與客家意識

4.1 清末文人的客人表述

4.2 客人的抗議運動與客人範疇的變遷

4.3 羅香林的客家學說及其社會上的影響

5 結語―客家觀念的伸縮

1 序文―問題的所在

 近十幾年來，不少客家研究者開始認為，客家這個概念範疇首先出現於 19世紀

的廣東省，並在清末民國期間向外普及。其中，兩位歷史學家程美寶和飯島典子的

研究具有先驅性及代表性。程美寶主張，在廣東地區，長期以來廣府人（本論文統

一稱之為本地人）掌握著描述他者的話語權力，但隨著清末民國時期客家人社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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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提高，一些客家精英開始描述自群體在起源上、文化上的正統性。經過 20世紀

前半的一系列針對客家抗議運動，當地形成了作為中原漢人的客家意識（程 2001; 

2006）。飯島典子也提到客家精英的抗議運動是客家意識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她更加關注 19世紀基督教傳教士發明客家概念的過程（飯島 2003; 2007）。其後，

不少研究從不同角度説明了 19世紀到 20世紀前半期間，客家概念的出現和普及的

現象（陳 2006; 施 2014; 李 2017; 簡 2016, 2018; 林 2020 等）。

 本論文旨在以民族科學1）的普及為切入點，重新探討清末民國時期客家概念的

生成和普及。具體來說，19世紀中期基督教傳教士以西方的民族科學為基準，劃定

客家這個民族範疇的界限，後來客家精英將這一民族範疇作為一種「科學」證據納

入到自己的族群認同中。乍看之下本論文的觀點和上述先行研究有所相似，但不同

之處在於本論文更加關注客家人與「客人」（以下不用括號表達）這兩個概念之間的

差異。誠然，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也開始關注客家這一概念與當地民衆心目中的客

人意識不同（蔡 2005; 田上 2007; 施 2013, 2014; 林 2013, 2020 等），但這些研究並沒

有更深入地討論「客人是誰」這一問題。在本論文中筆者將詳細說明，在一個特定

的地域中，客人指住在周邊地區，有不同語言、習俗或在後期移居而來的人群，是

一種民間大衆的用語。其範疇往往包含今日的非客家人（本論文將客人的語言稱之

為客語，與今天我們所説的客家話概念進行區分；客語往往與客家話在概念上重疊，

但有時也包含粵語、閩南話、潮汕話及部分少數民族的語言）。隨著在中國大陸和台

灣進行田野考察的不斷深入，筆者逐漸意識到當地人所説的「客家人」一詞，實際

上往往指的是當地語境下的客人概念。由於筆者一直用人類學的角度來研究客家及

其社會文化，所以筆者格外關注當地人說的「客家人」與目前我們一般想象中的客

家人之間有何不同。

 爲了厘清上述概念，在本論文中筆者將區別客家（人）與客人，並在此基礎上

進一步探討兩個概念的內涵。本論文強調的是，客家是基督教傳教士基於西方的民

族科學所創造的概念，與一開始當地人說的客人概念不同。當然，客家人和客人不

能完全區分開，因為西方傳教士在發明客家概念時必然會參考某一地區民衆的客人

意識。其後，這樣的客家概念逐漸地出現在客人出身的精英（以下簡稱為客人精英）

的自我認同裡，最終將兩個概念混同起來。因此，本論文重在討論，清末民國時期

的傳教士們是如何按照西方民族的劃分標準創造客家概念，這一概念又是如何在西

方學者以及廣東籍客人精英之間普及開來的。需要强調的是，筆者並不認為這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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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概念在清末民國期間已經完全普及，因爲上世紀 1930–1940年代客人精英所說

「客家」概念中，仍保有當地的傳統客人觀念。實際上，這種「客家」概念還保留在今

天的廣東省的民間社會裡，從未完全消失。本論文的結論之一，即清末民國時期的

「客家」概念與現代的（上世紀 1990年代以後的）客家概念仍沒有達成一致這一點。

 那麼，客人到底是什麼，現在的客家概念又是如何？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源自於

筆者在中國南部的田野調查經驗。在系統地梳理清末民國時期的文獻之前，不妨先

從筆者的田野調查經驗説起。

2 「客人」與客家人之間

2.1 客家人的意象和現實―從田野考察出發

 筆者曾在 2003年暑假和 2004年暑假走訪贛閩粵山區交界一帶（以下簡稱為交

界區），自那之後，筆者一直以廣東省的客家地區為中心進行田野工作。在深入實地

考察之前，筆者在日本閲覽過與客家相關的概況書、專著、論文等各類文獻材料，

這些文本培養了筆者對客家人的某種想象。然而，在交界區和廣東省開始進行田野

考察還不到三年，筆者便愈加意識到現實中當地人所說的「客家人」和上述概論書

中所描述的客家人之間有一定的差距。當然，不同概論書對客家人的描述並不完全

一致，但透過對客家語言的描述以及對客家性質的定義來看，這些文本可大致可以

總結出如下概況（圖 1）：

◯ 客家人是起源於中原的漢人2）。中原位於中國北部，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客家

先民的起源也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唐末以後，客家先民為了回避戰亂，從中原

逐步移居到華南地區的山區，並最終在交界區定居。在適應當地的生態環境及社

會環境的過程中，他們形成了獨特的語言（客家話）及文化（客家文化），成爲了

今天的客家人。

◯ 後來，客家人向中國南部各地乃至海外移居，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華人華僑客家社

會。由於客家人住在中國南部和海外各地，無論到了哪裡他們都可以用客家話溝

通，基於這一優勢，文天祥、洪秀全、孫中山、鄧小平、李光耀等客家名人輩出。

客家人之於中國正如猶太人之於世界，是中國人（漢人、漢族）中的優秀民族。

◯ 交界區是客家人的大本營。交界區以及廣東的東江流域是純粹的客家居住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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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政空間的大部分居民是客家人。此外，歷史上從交界區和東江流域移居到各

地的人也是客家人。全世界有不少客家移民集中居住的客家地區。

 雖然不少研究反對以上的看法，但目前這一觀點已經成為了某種通說。一般來

說―儘管並非都是完全一致―在中國南部社會中政府的官方描述、各類博物館展

覽、以及各國的客家概況書經常將上述觀點當做正統的話語。同時不少學者僅僅是

出於交界區内也有方言島的原因才認爲交界區不是 100%的客家居住地，而不是直

接質疑這一觀點本身。本論文將交界區的地理範圍定位爲江西的贛州市（贛南）、福

建的龍岩市和三明市寧化縣（閩西）、廣東的梅州市（粵東北），其中贛南的市區和

信豐縣、閩西的龍岩市區等有不少講官話的群體，而靠近潮州市的梅州市豐順縣有

講潮州話和客家話兩種方言的人群。因此，一些概況書認為交界區也有非客家人

（參見，胡・莫・董・張 1997 等）。儘管如此，目前絕大部分的學者還是認為，交界

圖 1　交界區在中國版圖的位置（筆者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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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是客家人佔 90%以上的客家聚居地。從 21世紀初開始，交界區的各地政府也開

始將自己的行政空間定義為客家地區。

 本論文將在學術上、政治上被定義為客家地區的行政空間（市、縣、鎮等）稱

之為「客家空間」。「客家空間」是一種在社會上被廣汎宣傳、認知的概念。如果以

具體的數字來直觀地定義這一概念，筆者將客家人佔總人口 80%以上的行政空間定

義為「客家空間」，將客家人佔 60%以上的地區定義為「准客家空間」，其它的都可

歸爲「非客家空間」。21世紀現在，交界區和東江流域的中上流（具體來說是河源

市和惠陽縣的範圍）是「客家空間」這一說法已經成為了學術通說及當地的官方話

語。

 筆者剛開始在交界區進行田野考察時，同樣先入爲主地認定交界區是「客家空

間」，大部分當地居民是客家人。雖然筆者知道交界區内部必然有語言和文化上的差

異，但和周圍的本地人、潮州人、閩南人及贛人等相比，這個差異應該是“微不足

道”的，因此我們可以找到只屬於客家人的共同性。那時候，筆者還在交界區尋找

當地客家族群與其它族群之間的差異。可是，筆者在交界區及其周圍地區進行田野

調察的時間越久，越是覺得交界區本身沒有什麽語言及文化上的特色：交界區裡的

語言和文化有著豐富的多樣性，甚至於交界區的部分語言和文化，反而和附近一些

非客家地區的語言及文化非常類似。

 首先在語言方面，交界區的各種「客家話」不一定能相互溝通。打個比方說，

2003年暑假和 2004年暑假期間，筆者在導師渡邊欣雄和客家籍民俗學家蔡文高的

陪同下進行了田野考察。蔡教授是福建龍岩市長汀縣的客家人，他的母語是長汀客

家話。在長汀縣訪談時他理所當然地使用長汀客家話與當地人溝通，但去交界區的

贛南和粵東北時，則改用普通話訪談。對此他解釋道，他只能部分地聽懂贛南北部和

粵東北的客家話，這樣不太合適做學術考察。他還告訴筆者，他家鄉的隔壁縣―連

城縣的客家話也比較特別，他也不能完全聽懂。在後來筆者又得知，江西的客家話與

粵東北梅縣的客家話很難溝通，但卻和一些附近的贛話可相互溝通（cf. 蔡 2005）。

 其次在文化方面，交界區不同地域的習俗及物質文化都有很大不同。客家文化

中最出名的莫過於圓形土樓。可是，交界區并沒有傳統的圓形土樓，僅在福建和廣

東交界処才有。同時，粵東北、贛南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圓形土樓，反而在福建

南部和廣東東部有類似的建築，而且它們的居民多是閩南人或潮州人（瀨川 1993; 

橫田 2012: 204–205; 河合 2013a: 109–110 等）。大部分的概論書都將「圍繞型（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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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墻壁）」的建築形態當作是客家居住文化的特徵。可是，實際上「圍繞型」建築

廣汎分佈於中國各地，反而交界區的大多傳統住居是沒有圍墻的平房。例如，說起

贛南的傳統建築我們容易聯想到贛南南部的圍屋建築，可實際上贛南最普遍的傳統

建築是被叫做「三間屋」的平房。另外，交界區的飲食―雖然並不都被認為是客家

菜―實際上也種類繁多。2007年暑假，筆者曾與粵東北梅縣的老一代的訪談者們

一起去贛南的贛縣、瑞金等地旅遊。筆者發現他們難以與贛南的當地人溝通，同時

對贛南的客家菜也吃的很不習慣。他們說「贛南人的飲食太辣了，吃不下」，還說

「他們贛南人
0 0 0 0 0

的語言、習俗與我們客家人
0 0 0 0 0

不同」。

 交界區訪談時經常讓筆者迷惑的是，筆者往往不太能理解當地人說的「客家人」

到底是什麼意思。按目前的通說，交界區的絕大部分居民都是客家人，那麽贛南和

閩西的居民也應算為客家人。可是，筆者在粵東北的梅縣進行長期考察時發現，當

地人―特別是老一代的人們―口中的「客家人」往往不包括贛南或者閩西人。隨

著旅遊開發的進行，21世紀以來，在客家地區建設圓形土樓形態公共設施（如博物

館、體育館等）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筆者訪談過的不少人都對這類建築表示不滿，

並說道，「為什麼用客家文化的名義破壞我們客家人
0 0 0 0 0

的建築，反而建設閩西人的建
0 0 0 0 0

築
0

？」（cf. 河合 2016; 2017: 205–206）。

 2008–2009年間筆者在梅縣居住時，特別留意當地客家人所說的「客家人」具

體指的是什麽樣的範圍。通過兩年的觀察，筆者發現梅縣客家人口中的「客家人」

不一定指交界區或東江流域的居民，而是與自己的語言、文化接近的群體。換句話

說，他們以自己的群體為中心進行判斷，認為與自己相同的群體是客家人，與自己

的語言、文化差異太大的群體是非客家人。因此，誰是「客家人」的標準根據個人

的不同而稍有區別，但筆者訪談過的大部分梅縣客家人認為，贛南和閩西的大部分

範圍（特別是距粵東北有一定距離的各個縣）都不是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住在這些

地方的很多人是「非客家人」3）。一些老一代知識人還告訴筆者，「客家人」又被稱

呼為「客人」，其相對的概念是「學佬人」；前者講客語、後者的方言類似於閩南話

的福佬話。他們認為，粵東北（梅州市範圍）的客人及其附近各縣各鎮的居民、以

及從粵東北移居到各地的後裔才是「客家人」。也就是說，不少梅縣居民想象中的

「客家人」就是他們在當地習慣稱呼的客人。客人和客家人的概念不同
0 0 0 0 0 0 0 0 0 0 0

。前者是學佬

人等按照
0 0

「主觀
0 0

」所認定的擁有不同語言
0 0 0 0 0 0 0 0 0 0

、習俗的群體
0 0 0 0 0

，大部分的贛南、閩西居民

不包含在内。後者是按照
0 0

「客觀科學
0 0 0 0

」的標準
0 0 0

，認定擁有同一語言
0 0 0 0 0 0 0 0

、文化
0 0

、源流的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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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
0 0

，包含交界區接近全部的居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為了更加了解客人和客家人之間的關係，筆者

接下來說明全體廣東省的概況。

2.2 廣東省的客家人和客人

 廣東的 98%以上人口是漢族。按照現在的通說，廣東漢族被分類為本地人、潮

州人、客家人，這三大廣東漢族的特徵如下：

◯�本地人（廣府人）：以粵語為母語。主要分佈在廣東省中部的珠江三角洲一帶以及

西部各地。本地人的祖先源自中國北部，經廣東北部的珠璣巷等地移居到廣東各

地。

◯ 潮州人（潮汕人）：以閩南系的潮汕話（福佬話）為母語。主要分佈在廣東省東部

的潮州市、汕頭市及周邊地區。一般來說，潮州人的祖先從中國北部經福建省莆

田等地來到廣東。廣東西部的雷州半島及其附近地區也有講福佬話的群體（福佬

人）。

◯ 客家人：以客家話為母語。主要分佈在粵東北（梅州市範圍）、東江流域（河源市

和惠陽縣範圍）以及廣東省北部的山區。在珠江三角洲、廣東東部和西部等地，客

家人作爲少數群體與潮州人及本地人等混住（其分佈情況參見圖 2）。 

上述説明主要是清代末期以後的族群分佈狀況4）。

 廣東客家人的大本營位於粵東北的梅州市。現在，梅州市除了市區，還管轄梅

縣、蕉嶺縣、平遠縣、五華縣、興寧縣（縣級市）、大埔縣及豐順縣這幾個縣城。明

清時代，這裡的大部分地區都屬於潮州府。從明初到清雍正 11年（1733）爲止，潮

州府曾管轄海陽（今潮州）、潮陽、揭陽、澄海、饒平、普寧、惠來、大埔、程鄉

（今梅縣）、鎮平（今蕉嶺）、平遠這 11個縣。雍正 11年，原潮州府的程鄉縣、鎮平

縣、平遠縣、原惠州府的長樂縣（今五華）及興寧縣合併為嘉應州（又被稱為嘉應

五屬）。嘉應州成立後，潮州府共轄八縣（海陽、潮陽、揭陽、澄海、饒平、普寧、

惠來、大埔）以及新設立的豐順縣（圖 3）。清末時期，潮州府和嘉應五屬的地理範

圍內有兩類人群―客人和學佬人。客人主要分佈在北部的山區，具體來說是現在的

梅縣、蕉嶺縣、平遠縣、五華縣、興寧縣、大埔縣及豐順縣；而學佬人主要分佈在

南部的平原區，具體來說是現在的潮州、汕頭、揭陽、澄海、饒平、普寧、惠來各

縣市。也就是說，現在的梅州市範圍正是原來的客人主要分佈地。

 現在舊嘉應州範圍之所以被認作客家人的大本營，主要是因為歷史上不少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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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根據21世紀初的通說繪製的廣東省客家分佈圖。實線為客家人
佔 80%以上的「客家空間」，點線為客家人在當地作爲少數群
體的地區（筆者作成）。

圖 3　清末的粵東地區（筆者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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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客家人都是從這裡向外移居的。明末以來，潮州府的人口大量增多，北部的山區

也不例外，部分粵東北客人開始向廣東省內的其他地域以及省外的各地移居

（Leong 1997: 58）。特別是在清朝解除遷界令的 1683年到 19世紀初之間，很多粵東

北的客人移居到珠江三角洲以及廣東省西部的山區（上田 2020: 164–166）。例如，

位於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花縣（今屬於廣州市）和寶安縣（毗鄰深圳、香港）等地有

不少客人來自於嘉應州。雖然嘉應客家話、花縣客家話、寶安客家話之間在音調上

稍有差異，但基本上能夠溝通。因此，目前普遍被認作是客家人的群體，實際上是

粵東（潮州府以及嘉應州範圍）的客人。

 但我們在此要注意兩點。

 其一，粵東的客人是客家人最主要的成員之一，但是粵東的客人並不代表所有

的客家人。因為廣東各地的所有客家人並非都是由粵東移居的客人，其中也有來自

於贛南等地的客人。例如，位於東江流域的河源市（除市區外還管轄東源縣、紫金

縣、連平縣、龍川縣）的漢族，目前普遍被認作是客家人，但在歷史上，這裡至少

存在兩種語言體系―客語與水源話。雖然一些客語與水源話相似，但根據地方社會

認識上的差異，兩種語言往往被民衆視為不同的語言（蔡 2005: 53）。以至於到 21

世紀初，語言學界還在討論水源話到底是客家話還是粵語這一問題（河合 2012: 

140）。水源話又被稱「蛇話」，說客語的群體將說「蛇話」的群體稱之為「蛇人」。

從 19世紀後期傳教士留下的記錄來看，當時「蛇人」往往被客人認為是本地人5）。

水源話也主要分佈在粵北地區。

 其二，「誰是客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客人的概念會因各地社會語境

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筆者 2012年在廣東西部湛江市（舊廣州灣地區）進行田野調查

時發現，被稱為客人的群體實際上是現在我們所說的本地人或福佬人。湛江地區也

有講類似於嘉應客家話的群體，但他們自稱為艾人，且當時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中老

年人都沒有作爲客家的自我認同。反而是本地人或福佬人有時自稱為「客家人」。因

為他們在當地一直被人們說成是客人。至少在當時的湛江地區，客人主要意味著相

比其它群體更晚移居於此的群體6）。由於一些本地人或福佬人是當地的客人，他們

也在後來獲得了作爲客家人的認同。根據訪談資料和文獻資料，這種客人觀念至少

在民國時期便已經存在。1939年，陳玉潛用日語説明當地的民族概況時也曾提及，

在湛江地區，黎語和福佬話被稱為土話，而廣東話被稱為客語（陳 1939: 3）。

 在今天，我們透過重讀民國時期的幾篇日語文獻可以得知，當時的日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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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說是受過日本教育的中國人；陳玉潛也是其中之一）總是會犯同樣的「錯誤」。據

筆者所知，描述中國大陸客家的最早的日語記錄，是在 1912年東亞同文書院的第九

期生的日記中。其描繪的是浙江省的狀況。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對當地進行觀察並

說明，浙江省有「客家人」，他們的姓是藍、雷、鐘、盤，并且信仰盤古。根據現在

的通說，浙江省沒有客家村，從對這個群體的描述來看，他們説的明顯是畬族。東

亞同文書院又說，在當地被稱之為「客家人」的群體，實際上是當地的少數民族7）。

1926年著名中國研究者服部宇之吉8）也提及「客家人」，但他對客家的描述也是與

目前的客家概念相去甚遠。服部教授指出「住在廣東的民眾之一客家（西人模仿廣

東話的發音，寫作“Hakka”）…生活在船上而不在陸上營生」（服部 1926：23）。他

所說的「客家人」實際上是現在我們所說的水上居民。

 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錯誤」呢？實際上，這些日語文獻提及的「客家人」正

是在當地脈絡中的客人。舉例而言，筆者在日本的橫濱唐人街進行考察時，聽小時

候生活在在珠江三角洲中山市的老婦人（本地人）說，民國時期中山市也有不少「客

家人」，他們一直在船上生活，喜歡唱鹹水歌9）。有趣的是，她對「客家人」的說明

與服部宇之吉相同。筆者在東江流域所聽說過的客人，往往也基於同一種觀念，即

客人是語言、習慣不同的「異人」。古希臘人習慣將住在周邊的不同群體稱爲「外邦

人（Barbaroi）」，意味著語言、習慣不同的「異人」。筆者覺得客人的概念與古希臘

的「外邦人」有相同之處。「外邦人」一詞，不僅區分出自己群體與他者群體，還潛

藏著將他者群體視為野蠻人的含義。客人也是一樣，客人觀念裡包含著與周圍他者

群體的比較，並試圖在價值觀上分辨出自身的優勢和他者的劣勢。無論說哪一種語

圖 4　 以客人為中心的世界觀。左圖示為將客人作為他稱（尚未被文明化的他者）
的狀況，右圖則是將客人作為自稱（自認爲已經開化的自己）（筆者作成）。

自己

客人
Ａ

客人
Ｂ

客人
Ｃ

客人
Ｄ

客人

棚民

畬

学佬

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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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客人總是住在自己群體周圍的他者。如圖 4（左圖）所示，居住在自己群體周

圍的、擁有不同語言、習俗的其他集團 A～ D都是客人。假如自己群體是潮汕人

（說潮汕話）的話，客人 A便有可能是現在我們所說的客家人，但水上居民（客人

B），本地人（客人 C），畬族（客人 D）等他者也同樣在客人的範圍之內。從以上

的客人觀念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 20世紀前半的日本人（或華人）口中的「客家

人」實際上指本地人、福佬人、水上居民或者畬族等少數民族。

 這一現象在今天的粵東地區仍然存在。大約2010年左右，普寧市的一些年輕潮

州人（福佬人）跟筆者說，「我們對客家人的印象是住在山區的，稍微樸素、貧困的

人們。他們說客家話，大概住在梅州」。在他們的眼中贛南的人們不是客家人，而是

江西人。令筆者驚訝的是，普寧市的老一代認為說白話的廣府人是客人10）。像這樣，

普寧潮汕人想象中的客人（或是他們口中的「客家人」）與今天在概況書裡提及的客

家人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在其它地區也不勝枚舉。例如，在江西省南部的贛州地

區（贛南），歷史上曾有從廣東省、福建省移民於此，居住在簡樸房屋的少數集團

―棚民。雖然現在贛南被視為是純粹的客家地區，但在改革開放之前，仍有多樣的

認同集團：包含贛語系的「本地人」以及被「本地人」稱之為客人的棚民（Leong 

1997; 劉 2001: 94）。然而，這些多樣的認同集體在改革開放之後，被學者、官員等

一律看作是同樣的客家人（河合 2013c）。

 此外，葉少玲指出，雲南省麗江市永勝縣有不少自稱為「客家人」的人群。可

是，她到現地考察之後發現，他們的起源、語言和習俗上也和客家人相去甚遠。永

勝縣的「客家人」不是今日通識意義上的客家人，而是當地的客人。我們需要留意

的是，即便在當地自稱、或被他者稱為「客家人」，但很可能這些群體不是今天意義

上的客家人，往往是指在基於當時社會語境下的客人概念。因此，某些和客人概念

混淆的「客家人」實際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其它漢人（潮汕人、閩南人、廣府人、贛

人等）或者少數民族。台灣也有類似現象。舉例而言，新竹市新浦鎮的劉氏宗族現

在被視為是「客家人」，但他們起源於廣東省饒平市楊康村的劉氏宗族。根據在楊康

村進行田野考察的橫田浩一所説，這座村落的楊氏宗族在歷史上是說潮汕話的潮汕

人（參見，本特輯的橫田論文）。可以說，他們移居台灣之後便成為了客人，並通過

與周圍人群的溝通交流、學習，形成了今日的客家話與客家認同。

 在這裏需要强調的是，客人不是固定的民族概念。也就是說，從某一族群的角

度來看，其他族群是客人，但換另一個族群的角度來看，同一人群並不一定同是客



235

河合 　民族科學與空間分類

人。東江流域的觀念也類似。在香港進行長期田野考察的瀨川昌久指出，一般東江

流域的人被視為客家人，但上世紀 1987年他到東江流域的惠州市進行考察時，發現

當地人認為自己不是客家人，客家人住在偏僻的山區。但到了山區之後，當地人又

說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瀨川 1993: 91）。由此可見，客人的概念不能在地圖上固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下來
0 0

。

 值得注意的是，客人往往會變為自稱。粵東的客人觀念是其典型的代表。如圖

4右圖所示，某一族群自認爲客人，並認爲自己是文明程度（漢語語境下往往稱爲

「文化程度」）較高的漢人。然後，他們將與自己的語言、習俗不同的其他群體稱之

為學佬人、蛇人、畬族等。在今日的族群分類上，蛇人（蛇語使用者）屬於客家人，

但在粵東的客家人的觀念中，他們就是非客家的其他群體（cf. 溫 2003）。同樣，雖

然在族群分類上如今贛南人被歸爲客家人，但粵東的老人家不認為與自己的語言、

習俗不同的贛南人同屬於客人。基於同樣的理由，棚民也往往不被粵東的老人家視

為是客人（如上所述，以往他們被贛南的「本地人」叫做客人）。可以見得，客人從

不是某種被固定的群體，客人概念的内涵在不同社會脈絡中表現也不盡相同。

 透過上述的說明我們可以得知客人和客家人的概念在根本上不同。誰是客人是

根據當地生活者的「主觀」來判斷的。在廣東省的不少地方，與自己的語言、習俗、

源流不同的群體才是客人。而有時客人會變成為自我認同―如粵東北的狀況那樣。

此時，客人認為與自己群體的語言、習俗及源流「大致」相同的群體同樣是客人。

由於這一標準是主觀的，對於客人的判斷往往根據個人或時代有所不同。例如，雖

然同為潮州府區內的客人，嘉應州和大埔縣的客語並非完全相同。筆者在馬來西亞

的沙巴州也曾聽說，以前在沙巴華人社會中大埔人不被認為是客家人，大埔人成為

客家人的成員是後來的事情。又如粵東客人若是認為和某個群體語言不通、習俗不

同，就不會將他們稱呼為同樣的客人。因此，傳統觀念中粵東北的客人往往不認為

閩西、贛南的多數民衆屬於自己所在的客人群體。但如後所述，客家人的概念與客

人不同。客家人（Hakka）是，外部觀察人按照民族科學這個
0 0 0 0 0 0 0 0

「客觀
0 0

」因素而界定
0 0 0 0 0

的民族範疇
0 0 0 0 0

。即便兩個群體之間的語言不通、習俗不同、甚至互相認為彼此是不同

群體，但外部觀察者往往基於民族、語言、文化等科學證據，將他們劃定為同一民

族―客家人。儘管交界區和東江流域有不少語言、習俗不同的群體，但外部觀察者

按照民族科學的分類方法，將這些空間範圍的不同漢族群體視爲同樣的客家人。

 筆者的問題意識是，為什麼語言
0 0 0 0 0

、習俗及自我認同上如此多樣的群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後來會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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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統一為客家這個單一的民族範疇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為什麼在民間社會中的傳統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客家人
0 0 0

」話語
0 0

與現在的概況書所說的客家概念不一定相同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在將客

人的觀念和客家的概念分開的前提下，進一步探討客家概念在當地的精英和老百姓

之間普及的過程。根據本論文即將提及的各種理由，筆者認為，不同客人觀念在廣

東社會的底層一直存在著，直到現在仍未完全消失。然而，當作為民族概念的客家

範疇出現後，客家概念逐漸地在中國內外普及，有時取代了客人概念，有時與傳統

的客人觀念重疊。那麼，是「誰」在「什麼時候」創造了作為民族概念的客家人呢？

筆者的回答是，19世紀中期基督教傳教士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基於西方的民族科學分類
0 0 0 0 0 0 0 0 0 0 0

，開始構建
0 0 0 0

、

界定客家人的民族範疇
0 0 0 0 0 0 0 0 0 0

。這一點筆者將在下一節詳細討論。

3 西方傳教士對廣東漢人的民族誌描述

3.1 走到中國的傳教士

 19世紀以來，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進行傳教工作。他們的工作不僅限於傳播基

督教，為了傳教的方便也同時對當地進行民族調查。

 據說首位在中國的民間社會進行傳教活動的基督新教傳教士，是倫敦傳道會的

羅伯特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1807年他到達廣州，開始在廣東省

傳道。在 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英國殖民香港之前，歐美的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傳播

基督教是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因此，當時傳教士多在東南亞的華人社會進行傳教工

作。根據飯島典子所述，最早記錄客人存在的傳教士是郭士立（Karl Gützlaff; 1803–

1851）11）。他在 1832年的著作中提及從廣東省的嘉應州移居到東南亞的「客（Ke）」

或者「客人（Ke Jin）」（飯島 2003: 101; 2007: 46–47）。他對客人的記錄是基於潮州

話的發音，估計這是潮州府的學佬對客人的稱呼。當時，郭士立還沒用客家

（Hakka）一詞，而且也還沒將當地的漢人分類為幾個不同的次級民族群體（ethnic 

sub-category），也沒有描述客家人的民族特徵和空間分佈（Gützlaff 1832; 1838）。

 然而，進入 19世紀中期後，逐漸出現了傳教士對客家（Hakka）的稱呼並對其

特徵進行系統描述。其核心人物是巴色會（Basel Mission）的傳教士。19世紀前半，

正值英國、中國及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之間的關係發生巨變之時。1826年，英國將新

加坡收為海峽殖民地，在鴉片戰爭結束後的 1842年殖民香港。此後 19世紀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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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不少國家的傳教會都以香港為起點向中國大陸進行傳教活動。其主要傳教地區

是毗鄰香港的廣東省。早在 1831年就已經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域開始傳教的郭士立，

協助巴色會到中國傳教。巴色會是在瑞士巴色成立的一個基督教派，1828年在非

洲、1834年在印度傳教。以郭士立為中介，1847年巴色會首次派兩位傳教士―韓

明山（Theodore Hamberg; 1819–1854）和黎力基（Rudolph Lechler; 1824–1908）―

來到香港。經過郭士立的安排，兩位巴色會的傳教士分別在廣東省的客家人居住地

和潮州人居住地進行傳教活動。但是，黎力基在潮州人居住地的傳教工作不是很順

利，1852年他被潮州府趕走，與韓明山和新來的巴色會傳教士一起在客家人的居住

地繼續傳教（李 1994; 劉 2001: 54）。此後，巴色會在中國成為了以客家居住地為中

心傳教的當地「客家教會」（湯 2002）。

 目前我們很難斷言傳教士具體在什麼時候開始使用客家這個概念。根據目前的

資料判斷，至少在 19世紀中期，傳教士之間已經共享客家（Hakka）這一說法12）。

根據基督教研究者湯詠詩的説法，韓明山和黎力基到達香港時，郭士立已經將廣東

省分類為四個傳教區域：兩個本地人區域、一個客家人區域和一個潮州人區域。由

於有其它教派的傳教士們已經在本地人的兩處地區傳教，郭士立便讓韓明山和黎力

基分別在客家人區域以及潮州人區域傳播福音（湯 2002: 16–17）。不用說，湯詠詩

是基於現代的廣東漢族觀念來描述當時的情況，從這個資料筆者無法判斷，當時郭

士立是否真的將廣東漢人分類為本地人、潮州人及客家人。目前筆者只能指出，

1854年在韓明山寫的一本書中明確了本地人（Punti）和客家人（Hakka）之間的區

別（Hamberg 1854: 4）。

 韓明山著手編輯英語―客家話詞典一事尤爲值得關注。遺憾的是，在 1854年

韓明山因病逝世後，這一編輯工作被迫暫停。如前所述，即便同是廣東客家人（客

人），其內部語言也有很大差異。例如，現在同被認爲是客家話的嘉應客家話和水源

話（蛇話）之間就很難溝通。那麼，韓明山是以何種客人語言為基礎，試圖編輯客

家話詞典呢？現在我們無法得知韓明山是在哪裡收集的客家話資料，以及他試圖出

版怎樣的詞典。萬幸的是，1905年麥愛華（Donald Maclver）出版的《客英大辭典》

活用了韓明山收集的資料，我們得以從這本詞典中推測當時韓明山的部分編輯內

容。根據麥愛華所説，巴色會和歐德理等早期的傳教士主要參考了新安縣的寶安客

家話（Maclver 1926; cf. Lamarre 2002: 83）13）。後來，麥愛華出版用羅馬拼音表示的

客家話詞典時，已經認為嘉應州梅縣松口鎮的客家話是最「標準」的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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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lver 1926）。雖然《客英大辭典》裡的客家話發音與現在的嘉應客家話有不同

之處，但整體而言，這本詞典的拼音與嘉應客家話非常接近，也包含部分寶安客家

話的要素。

 這一結論不足爲奇，因為巴色會的傳教中心就在寶安地區和嘉應州。當時，巴

色會分爲南會和北會：前者以寶安縣為基地，後者以嘉應州的五華縣樟村為中心進

行傳教（湯 2002: 17），而寶安客家話與嘉應客家話是能彼此交流的。也就是說，巴

色會將他們傳教地點的客語作為「標準」的客家話，通過羅馬拼音將其發音標準化，

進而塑造標準客家話的意象。那麽，為什麼麥愛華認為最「標準」的客家話不是五

華縣樟村的客語而是梅縣松口鎮的客語？這一點值得我們未來進一步探討。但筆者

想要指出的其中一種可能，即「嘉應州」的行政中心在梅縣，而松口恰是嘉應州的

客人到東南亞移居的港口。

3.2 歐德理的民族誌描述以及空間表象

 如上所述，19世紀中期，從歐洲來的傳教士開始使用客家（Hakka）這個概念。

傳教士之所以關注客家和本地人之間關係，與當時珠江三角洲地區兩個群體之間經

常發生矛盾這一社會背景息息相關。18世紀以來，嘉應州的客人移居到珠江三角洲

各地，客家和原本住在當地的本地人之間小矛盾接連不斷，進入 19世紀之後，則發

展為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及死亡事件。史稱「土客械鬥」的一系列事件在當時成為嚴

重的社會問題。另外，1850年末興起的太平天國運動，也正是以客人為核心成員。

領袖洪秀全本身也是廣州市花縣的客人（菊池 1998）。在中國剛開始傳教的西方基

督教徒看到這一系列鬥爭，自然地聯想到了他們故鄉也曾出現過的民族對立，進而

開始用人種（race；今日的民族）概念將客家（Hakka）和本地人（Punti）進行分

別。韓明山提及客家和本地人差別的上述書籍，正是專門講述太平天國運動的。可

是，韓明山和黎力基等尚未將廣東省的漢人分類為客家人、本地人、潮州人的三類。

據筆者所知，首次將廣東漢人分為三類，並系統描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空間分佈的

人物，應是歐德理（Ernest J. Eitel; 1838–1908）。

 歐德理出生于德国，於德國圖賓根大學畢業之後在巴色會當傳教士。1862年，

24歲的歐德理前往香港，在新安縣（舊寶安縣的一個區域，即目前的香港和深圳）

的客家居住地開始傳教。後來，由於黎力基等人反對他和一位英國女性結婚，以此

爲契機歐德理離開巴色會，轉到倫敦傳教會當傳教士。之後，他持續在東江流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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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羅縣開展傳教工作，直到 1870年回到香港的教會。

 歐德理在今天的客家研究者之間十分出名，因為他在 187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

《客家史概略》（An outline History of Hakka）裡，提出了客家人是從中國北部移居到

南方的漢人這一看法。這可以說是現在的客家通說―「客家中原起源說」的先驅性

見解。但筆者更想關注的是，他在博羅縣時撰寫的《客家的民族誌素描》

（ Ethnological Sketches of Hakka Chinese）（ Eitel 1867a; 1867b; 1867c; 1867d; 1867e; 

1867f; 1867g; cf. Eitel 1893）一文。在此論文中，他基於西方民族科學的方法論將廣

東漢人分類為客家人、本地人、潮州人三類，並描述出各個民族的特徵。那麼，他

這篇自詡為民族誌的論文，是如何描述客家及其它兩個民族的特徵和差異的呢？這

篇論文的哪些地方，與現代民族科學（人類學、民族學）具有共同之處呢？

 首先，歐德理認為客家人、本地人、潮州人就像英國的三種不同民族―撒克遜

人、丹麥人、諾曼人一樣，是不同民族概念。因此，客家人，本地人，潮州人也自

然有不同民族特色。在這一前提下，他具體地指出了三種不同廣東民族在語言、習

俗及性格上的差異性。具體請參見表 1。

 歐德理認為客家人、本地人和潮州人都是漢人的一支，有作為漢人的共同性。

與此同時，他還強調他們在語言、習俗、性格上的差異。特別是他將客家人描述為

「擁有」與本地人、潮州人相比獨樹一幟的民族性格。這種民族特色的對比在現在也

依然存在。筆者在其它的文章中曾指出，20世紀末的民族科學仍然採用這種對比的

方法論：一方面指出客家人、本地人、潮州人都是漢人（漢族）的下屬民族範疇，

另一方面強調各自的語言、文化上的特色（河合 2013d: 107; cf. 河合 2010; Kawai 

2011）。當然，歐德理對廣東三大民族的描述與現在的民族表象有許多不同。舉例來

説，目前一般認為客家人是愛乾淨、信仰三山國王的群體，而潮州人的形象也並非

那麽可怕。但有趣的是，對客家人的描述大致上與現在的形象接近。上個世紀末以

來，許多客家的概論書都指出，客家人重視農業、愛吃乾飯、女性在外面勞動、愛

唱山歌和採茶歌、重視祖先崇拜和土地崇拜、勤勞、樸素、重視教育等等（cf. 飯

島・河合・小林 2019）。

 筆者想在此強調的是，實際上歐德理的
0 0 0 0

「民族誌
0 0 0

」具有濃厚的文化相對主義
0 0 0 0 0 0 0 0 0 0 0

（cultural relativism）色彩
0 0

。文化相對主義是美國人類學家法蘭茲 ·鮑亞士（Franz 

Boas; 1858–1942）及其學生們非常重視的觀點。文化相對主義的本意，在於强調自

己群體與他者群體的文化不同，各個群體有自己的文化價值觀，這些不同文化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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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優劣之分。後來人類學者反思這個概念時指出，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往往通過

田野考察，挑選當地的部分事實從而塑造出各個民族的不同文化。在民族誌書寫的

過程中往往忽視了不同民族之間的共同性，導致其描述出不同民族像，具有完全不

同的文化特色（Marcus and Fischer 1986; Clifford and Marcus eds. 1986）。當然，歐德

理並沒有使用文化這一概念，還提及了作為漢人的共同點，因此嚴格來說，他的研

究方法與傳統的文化相對主義並不一致。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現在同被認作客家

人的群體（不同客人），其内部也有相當大的多樣性。歐德理的傳教及調查範圍僅限

於珠江三角洲和東江流域的部分客家居住地，他在「民族誌」裡並未提及客家人的

多樣性，只是簡單地概括出了全體客家人的民族特性。這一點，歐德理與現代的人

類學家或民族學家（特別是文化相對主義的支持者們）同樣，通過廣東省中部的調

查，挑選當地的部分事實來塑造客家人形象。可以說，歐德理在 1860年代已經打下

了現代客家形象的基礎。

表 1　歐德理對廣東三大民族（漢人）的描述

客家人 本地人 潮州人（福佬人）
所屬民族 純粹的漢人 漢人 漢人

語言 漢語。與官話較接近 最古老的漢語。客家人將
它稱呼為蛇語

漢語。一些詞語比粵語還
古老

經濟、生計 依賴農業，較貧困。主要
生產大米

從事各種行業。也生產大
米、茶、紡織品 從事農業、漁業、商業

飲食
喜食乾飯，不愛喝粥。習
慣將蔬菜、土豆、番薯一
起煮食。愛喝黃酒

經常喝粥。常用米醋。愛吃
湯圓、米粉、用糖製作的
油角

經常喝粥。喝白色的酒。由
於很多人從事甘蔗生產，
會喝用糖製作的酒

婚姻生活・
女性的地位

女性在外面勞動，少有纏
足。有一夫多妻的習俗。表
面上女性的地位低，但實
際上地位較好

纏足，一夫多妻的習俗較
多。女性多數時候呆在家
裡，待遇比客家人好

纏足、一夫多妻的習俗比
本地人少。其它地方與本
地人相似

殺嬰習俗 有殺女嬰的習俗。本地人
視之為野蠻 幾乎沒有 早期有過

民謠 愛唱山歌、採茶歌。14歲
以上都會唱歌 有民謠。但沒有客家人流行

宗教・信仰
重視祖先崇拜、社公及社
母崇拜。不太通曉神明的
名字。佛教不太流行

信仰神佛。一些人深信道
教，但佛教比道教流行

比起佛教更信道教。信仰
客家人沒聽說過的雙忠
爺、三山國王等

民族性格 勤勞、重視教育。不愛打
扮。不愛乾淨

女性時尚，在學校不太認
真學習

大膽、粗野、殘忍。客家
人、本地人害怕他們

資料來源：參考 Eitel（1867a; 1867b; 1867c; 1867d; 1867e; 1867f; 1867g），筆者整理。 



241

河合 　民族科學與空間分類

 我們還要關注的是，歐德理的客家形象與目前的通說之間的差異性。由於他觀

察過的客家地區有限，對廣東省的客家大本營嘉應州，以及其他省份的客家居住地

沒有進一步進行實地調查。透過表 1可以知道，當時在東江流域博羅縣傳教的歐德

理所認為的本地人就是說「蛇語」的群體。如前所述，東江流域的「蛇語」還包含水

源話。因此可以推知，歐德理所認爲的本地人範疇應該還包含講水源話的群體（現在

被視為是客家人）。我們在他對客家人空間分佈的描述裡能看到這一點（參見表 2）。

 如表 2所示，歐德理認為粵東北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域，具體來說，他視嘉應

州的五個縣和潮州府的大埔縣是純粹的「客家空間」。另一方面，在歐德理的心目

中，東江流域中上游和花縣、從化之外的珠江三角洲各個地域，是客家人與其他民

族（特別是本地人）的雜居區。關於粵西的情況，他則完全沒有提及。讀者應該已

經發現，這個觀念和現在對客家分佈的通說有所不同。現在東江流域的河源區域

（河源、東源、紫金、連平、龍川縣）被認爲是純粹的「客家空間」，但從歐德理的

敘述來看他並不這麼認為。甚至他認為洪秀全的故鄉花縣及其隔壁的從化縣也是純

粹的「客家空間」。估計歐德理通過他自身的觀察，結合傳教士的傳聞，進而想象出

了客家人的分佈情況。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他在東江流域傳教，但他仍然認為東江

流域是客家人和本地人的雜居區。有可能他不把東江流域講蛇話（水源話）的群體

算在客家概念的範疇內。

 無論如何，歐德理的客家概念明顯與在上一節提及的客人觀念不同。第一，歐

德理將廣東漢人系統地分類為三種，描述各自的特色。雖然他沒有將之上升到文化

的概念，但實際上他已然描述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第二，歐德理從宏觀角度，

劃出廣東省內客家人在地圖上的空間分佈。第三，在他提及客家人、本地人及潮州

表 2　歐德理所描寫的廣東客家分佈情況

層次 粵西 粵中、粵北 粵東、東江流域
幾乎所有人都是客家人
的縣 花県、從化 梅縣、蕉嶺、平遠、五華、

興寧、大埔
雜居區。客家人占多數的
縣

河源、紫金、連平、龍川、
和平、博羅、新豐

雜居區。客家人占少數的
縣

龍門、増城、番禺、新安、
香山、新寧

資料來源：參考 Eitel（1867a; 1867b; 1867c; 1867d; 1867e; 1867f; 1867g; cf. 1873），筆者整理。已被改成現在
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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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時，盡量以「客觀」的標準來描述各自的特色，很少做出哪個民族的文化是優秀

的，或者哪個民族的文明程度較高等價值判斷。雖然他說客家人是起源於華北（中

原）的純粹漢人，但也指出本地人和潮州人的語言更加古老。如前所述，客人的觀

念是在當地的社會脈絡中呈現的，它不是基於西方的民族科學基準而被分類的存

在。換句話說，客家人是可數的民族，因爲客家人的概念是一套民族科學的分類體

系（廣東漢人）下的一支，但客人是不可數的群體，因爲不同地區的客人觀念會依

照當地語境的特殊性而有所不同，根據不同群體的立場可以無數地劃出不同的客人

範疇。所以，根本不可能將客人的分佈在地圖上明示。因為按照這一邏輯，每個縣

都有不同性質，不同内容的客人。總而言之，客家人是用近代西方的民族文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ulture）概念進行區分的範疇
0 0 0 0 0 0 0 0 0

，而客人是與中國傳統的
0 0 0 0 0 0 0 0 0 0

「文化
0 0

（wenhua）」關係密
0 0 0

切的概念
0 0 0 0

，其概念隱含對中華
0 0

（中原
0 0

）文明的接納程度的價值判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對於誰是客人

這一問題，人們通常用有沒有
0 0 0 0

「文化
0 0

」（受到正統的中原
0 0 0 0 0 0 0

＝中華文明
0 0 0 0

）這個
0 0

「主觀
0 0

」

性標準進行衡量
0 0 0 0 0 0 0

。

 現代人類學往往將傳教士留下的記錄視為缺乏理論思考的「偽科学（Pseudo- 

science）」（Stocking 1987; 杉本 2002）。但筆者認爲有必要突破這一偏見，因爲實際

上基督教傳教士往往活用當時的科學基準來書寫「民族誌」14）。特別是歐德理對客家

的描述中隱藏著文化相對主義的先驅性方法。1873年，他在母校德國圖賓根大學獲

得了博士學位，其論文正是基於《客家的民族誌素描》寫成的（Lo 1963: 32; cf. 中

野 1999: 160–163）15）。

3.3 圍繞客家的學術表象、政治分類

 19世紀後期，歐德理的客家論遭受到了其他傳教士的質疑。出生於瑞士的傳教

士查理 ·畢安（Charles Piton）便是其中之一。畢安在 1874年的論文中徹底批判了

歐德理的看法。畢安以嘉應州為中心，在廣東客家居住地傳教了七年。他根據自己

的經驗和調查指出，由於所有的漢人都從中國北部移居過來，所以將客家人視為特

殊的民族是錯誤的。他還説道，確實許多客家老百姓說他們的祖先從閩西的寧化縣

石壁鄉（以下簡稱為寧化石壁）移居而來，但這麼多姓氏的宗族原本同住在同一個

小村落明顯是不自然的。因此他指出，將寧化石壁作爲客家源流的說法不是事實，

而是神話或傳說之類（Piton 1874）。我們可以看出，畢安的討論實際上也同樣批判

過於強調客家特色的文化相對主義。無獨有偶，在畢安提出這個見解的約 70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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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日本著名民族學家牧野巽也提出幾乎同樣的見解（牧野 1985）。

 可是，畢安的觀點似乎被後續的學者所遺忘。19世紀後期到 20世紀前半之間

不少傳教士和學者傾向於支持歐德理的客家學說（夏 2011: 22）。例如，德國的傳教

士何必烈（Friedrich Hubring; 1840–1892）在 1879年發表的論文裡，描述廣東客家

人的移居、習俗、居住地，其基本上沿襲了歐德理的看法（簡 2018: 173–189）。英

國的傳教士喬治 ·肯貝爾（Champbell 1912）主張客家人是愛乾淨的民族，但基本上

接受了歐德理的中原起源說。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綜上所述，從西方遠道而來的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第一站是廣東省。因

此，19世紀中期以來傳教士對客家人的描述以廣東省為主。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

些傳教士開始提及廣東省以外的客家人分佈。上述的何必烈便是其中之一。他除了

沿襲歐德理的客家論之外，還指出福建省、江西省、廣西省、浙江省、台灣也有不

少客家人（簡 2018: 9）。此後，波及耶（James Dyer Ball; 1847–1919）在 1892年出

版的中國辭典中，專門設置了「客家」項目，提及客家人在中國的分佈情況：

「客家人」是在廣東省人口數量第三（其次於本地人、潮州人）的居民，但他們的居住地不限
於廣東省，江西省、福建省、浙江省

0 0 0

等地也有廣泛分佈。江西省的大部分居民是客家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0

省會南昌市的居民講的語言也是客家話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Dyer Ball 1892, 强調符號及括號内容是筆者的補充）

 值得關注的是，波及耶說的客家人分佈範圍也與現在的通說不同。根據今天的

通説，位於江西省南端的贛南（贛州市）是純粹的「客家空間」，同省的其他客家人

散居於修水、銅鑼、萬載等縣。以南昌為首的江西省内的大部分漢人，是講贛語的

漢人。浙江省也有少數的客家人，但沒有客家人的集聚地（飯島・河合・小林 2019: 

18–19）。因此從今日的通說來講，波及耶的客家認知仍有「錯誤」16）。

 那麼，波及耶是否只是一位對客家瞭解不深的西洋人？由於上述的文章刊於中

國辭典，我們可以認爲，這一觀點在當時西方知識分子之間有一定共識。當時的西

方人對廣東省以外地區的理解是否也是差不多的程度？據筆者所知，到現在為止客

家學者們幾乎沒有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查閱波及耶的經歷就能得知，他對漢人南方

語言造詣極深，更是粵語、客家話方面的專家。波及耶的父親是一位美國的傳教士，

1843年到廣東省傳教，1848年曾提及潮州府有講不同語言的客人（飯島 2003: 

109）。波及耶在 1847年出生於廣東省，除了英語之外還精通於普通話、粵語及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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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由於語言上的優勢，1875年他擔任了香港殖民政府法庭的翻譯者和書員，也在

後來陸續出版各種關於粵語的書籍，於 1896年出版了客家話教材17）。

 那麼為什麼，如此精通中國南方社會情況的波及耶會「誤會」江西省南昌及其

周圍地區的居民是客家人呢？我們在此需要進一步考慮的是，什麽是客家話這一問

題。如前反復説到的，同為客家話，其內部也有多樣性，有時甚至難以溝通。另一

方面，江西省的部分客家話與附近的贛話能相互交流。事實上，在 1987年之前，漢

語方言研究往往不明確區分兩者，一起將其稱之為客贛方言（蔡 2005: 209）。不管

當地人之間是否能夠溝通，語言科學有著自己獨特的「科學」方法，可以對形形色

色的語言進行系統分類。而用什麼樣的標準對各民族語言進行分類，又是隨著其方

法的「發展」，或者在立場上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筆者推測，正是由於波及耶時期的

民族語言學與現在的標準不同，所以他沒有將客家話與贛話分開。

 如上所述，雖然 19世紀後期到 20世紀初，來自歐美的觀察者發明和使用了客

家概念，但他們對客家的認知也在不斷變化。儘管如此，當時已經有將廣東的漢人

分類為客家人、本地人以及潮州人的傳統。在這裡我們必須進一步關注的是，當時

西方傳教士和殖民地政府之間有十分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幫助巴色會在廣東省傳教

的郭士立兼任香港殖民地政府的中文秘書；黎力基擔任香港考試委員（Bord of 

examination）（湯 2002: 20–21），還幫助殖民地政府派客家人信徒移民去馬來西亞

（河合 2018a）；歐徳理後來搖身一變，成為香港殖民地政府的官員，在 20年間歷任

了教育行政官相關的各種職位（Lo 1963: 32–33）；身為官員兼學者的波及耶又正是

傳教士之子。

 至少 19世紀末之前，歐洲的官員和學者之間已經共享了客家（Hakka）的概念，

正式將廣東漢人分類為客家人、本地人、潮州人等。當時，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和新

加坡的統計資料和調查記錄中，已經出現將當地華人分類為客家人及其他幾個民族

的習慣（cf. Lockhart 1899: 68; Hong Kong Government 1911: 13）18）。1887年法國正式

殖民越南和柬埔寨的四年後，地方政府制定法律將當地的中國居民分類為本地人、

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以及福建人五種（長野 1928: 58）。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

在 19世紀末到 20世紀初之間，作為民族分類範疇的客家人在政治話語上已經取得

了正統地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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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人精英的漢人意識與客家意識

4.1 清末文人的客人表述

 在上一節，筆者論述了 19世紀中期以來，從歐美來的傳教士發明客家概念的過

程，但不少客家學者強調中國的文人對客家人的研究和描述更早。一些學者指出，

中國的史料中首次出現「客家人」這個單詞是在清康熙 26年（1687）的《永安縣次

誌》裡，即中國文人對客家人的第一次描述。如果基於現在通説的族群概念來判斷

的話確實如此，因為目前東江流域的永安縣（今紫金縣）被視為純粹的「客家空間」。

可是，東江流域本身有不同族群認同，《永安縣次誌》提及的「客家人」有可能被本

地人稱之爲客家的群體。此外，本書對「客家人」一詞也沒有進一步的說明。文人

頻繁書寫「客人」或「客家人」是 19世紀中期以後的事情。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他們

口中的客家群體是否與現在的客家概念相同（飯島 2003: 108）。基於上述理由，一

些學者將首次從事「客家研究」的人物定位於清末文人徐旭曾。

 徐旭曾（1751–1819）出生於今日的廣東省河源市和平縣，成為進士後，在福建

省和四川省當官。1799年他再次回到廣東，於惠州府城的豐湖書院任教。由於此時

廣東省頻繁發生土客械鬥，作為客人的他在 1812年撰寫的《豐湖雜誌》中說明了自

己群體的特徵。據徐旭曾記載，客人在語言上、習俗上與「土人」（本地人）不同。

因為客人是從中原移民來的漢人，其語言繼承了更加正統的中原漢語（cf. 羅 2010: 

299; 飯島 2007: 195–196）。

 徐旭曾的「中原起源說」確實比歐德理早約半個世紀。可是，徐旭曾的論點不

過是伸張自我群體的優越性，即強調自己所屬的客人是起源於中原的正統漢人。正

如房學嘉指出的，徐旭曾所說的客人是―與潮州府的客人和學佬一樣―將自己和
0 0 0 0

他者進行區別的群體意識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不同於客家人
0 0 0 0 0 0

、本地人
0 0 0

、潮州人那樣的民族分類
0 0 0 0 0 0 0 0 0 0

（房 

2009: 168）。如上所説，客家人是按照民族科學的基準，對廣東漢人進行分類而成立

的概念。因此即使當地人認為語言不通、習俗不同，但依舊可以根據某些科學證據

描述出客家全體的特色。

 19世紀中期以後，中國文人對珠三角地區客人的描述增多。值得關注的是，19

世紀後期，粵東
0 0

（特別是原潮州府的梅縣
0 0 0 0 0 0 0 0 0 0

、蕉嶺縣
0 0 0

、大埔縣等
0 0 0 0

）的客人精英也開始
0 0 0 0 0 0 0 0

強調自己群體的正統性和優越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他們與徐旭曾一樣，屢次強調客人不是未開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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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漢人，而是起源於中原的正統漢人。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林達泉和黃遵憲。

 林達泉和黃遵憲都是留過洋、在海外做過官的客人。林達泉（1829–1878）出生

於潮州府大埔縣，是洋務運動的中心人物之一丁日昌（1823–1882; 潮州府豐順人）

的幕僚。1876年，林達泉受丁日昌的任命，歷任了台灣府淡水撫民同知、台灣府知

府，是清末台灣的重要官員。他在晚年撰寫的《客說》中強調了客人的源流在中原，

客人是從中原移民的正統漢人的説法（林 1967）。另一方面，黃遵憲（1848–1905; 

照片 1）出生於梅縣，1877年作為初代駐日大使何如璋（1838–1891; 潮州府大埔人）

的參讚來到日本，在異鄉度過了四年歲月。此後，他歷任了美國舊金山總領事、英

國、新加坡的總領事。黃遵憲也是位詩人，他在日本時期與許多日本知識人有所交

流，出版了《日本國志》20）。他在《日本國志》中所寫的內容，不單是日本的政治經

濟，對於日本人的生活習俗也有所涉獵。黃遵憲的描述對象不僅僅是日本人，還有

自己的群體―客人。根據嘉應學院的張應斌和謝友祥所述，黃遵憲對客人的最早描

述見於 1866年在他妹妹出嫁時所作的詩《送女弟》裡。他在這首詩中提及了客人的

源流在中原，從江西省經過福建省移居到梅縣，並贊美客人樸素的習慣及客人女性

的勤勞。黃遵憲在 1899年寫的《已亥雜詩》裡也重複了同一看法，他還強調了客語

和中原漢語之間有類似性。黃遵憲的客人觀念和林達泉的一致（張・謝 2000: 78）。

 張應斌和謝友祥還指出，由於林達泉和何如璋是同鄉的熟人，黃遵憲是通過何

如璋接受了林達泉的看法的（張・謝 2000: 79）。雖然梅縣和大埔縣的客語也有差

照片 1　黃遵憲（左）和丘逢甲（右）。資料來源：《梅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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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但對海外經驗豐富的他們來說，相比其它語言，這種差異也許是微不足道的，

也在可以溝通的範圍之内。林達泉與黃遵憲的客人論，對當時粵東客人精英也有不

少影響。19世紀末，粵東客人精英們論述的客人或者客家概念基本上採取了同樣的

看法。當時的代表人物有溫仲和、梁居實、丘逢甲（1864–1912; 照片 1）等。

 溫仲和、梁居實、丘逢甲都是與黃遵憲關係密切的粵東客人精英。溫仲和

（1849–1904）是黃遵憲的朋友，梁居實（1843–1911）和黃遵憲有姻親關係。1898

年溫仲和和梁居實等編輯了《光緒嘉應州誌》。這本書是粵東地區最早出現「客家」

二字的史料，其思想主要源自於林達泉和黃遵憲（張・謝 2000: 80–82; cf. 李 2017: 

45）。梁居實曾在日本長崎領事館工作過，與丘逢甲（1864–1912）也有姻親關係。

丘逢甲出生於台灣苗栗縣，但他的祖籍地在嘉應州的蕉嶺縣。1895年渡廣東省後，

歷任廣東省教育總會會長、廣東咨議局副議長等職，參與了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1905年黃遵憲、丘逢甲等一起組織了客家研究會，試圖證明客人是起源於中原的正

統漢人（萬 2009: 107）。反過來說，這一研究會的創立目的又間接地說明了，當時

有不少人視客人為未開化的非漢人。

4.2 客人的抗議運動與客人範疇的變遷

 如 1898年出版的《光緒嘉應州誌》中所描述的那樣，從 19世紀末到 20世紀

初，客人精英有時會使用「客家」、「客族」等單詞。筆者尚不能確定，當時的客人

精英是否受到西方民族概念的影響。但可以判斷的是，當時客人精英對「客家」、「客

族」的表達，與歐德理和波及耶等基督教傳教士不同，更多的是強調自身作為中原

漢人的自我主張。其主張裡沒有將廣東漢人或中國漢人分類為幾個具有不同特色的

群體，並將客人定義爲其中一支這樣的視角與方法。至少 1920年之前，客人精英對

客人的表述基本上延續了徐旭曾―林達泉―黃遵憲等的客人概念。筆者認為，當

時基督教的客家概念和客人精英的客人論之間的差異，明顯體現於兩者對客家分佈

的說明上。基督教傳教士按照「客觀」的西方民族科學，將廣東省乃至中國南部的

民族進行分類，從宏觀視角在地圖上劃了其分佈情況。對傳教士來說
0 0 0 0 0 0

，不管客人精
0 0 0 0 0

英在内的當地人怎麼想
0 0 0 0 0 0 0 0 0 0

，根據
0 0

「科學
0 0

」證據將他們分類成不同的民族範圍是首要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的
0

。也就是說，即使不同群體―就像講客語的群體和講水源話、贛話的群體―之

間的語言不通，傳教士也能將他們統一為擁有共同特質的客家民族。但對客人精英
0 0 0 0 0

來說
0 0

，客人是共享同樣語言
0 0 0 0 0 0 0 0 0

、習俗的自己人
0 0 0 0 0 0

。例如，林達泉《客說》提及客家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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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時說，與自己的語言相通的客人分佈在福建、江西、湖南、廣西、雲南、貴州等

各省（李 2017: 46–47）。林達泉對客人的表達明顯與傳教士不同，他以粵東客語為
0 0 0 0 0 0

標準判斷誰是客人
0 0 0 0 0 0 0 0

。筆者在本論文中，將這種粵東客人精英的判斷標準稱為「粵東

中心主義」。粵東中心主義的重點是，依靠當事人的「主觀」判斷來區別我族或非我

族。

 20世紀以來，粵東中心主義的客人觀念逐漸地傳播擴張。客人或
0 0 0

「客家人
0 0 0

」變
0

為潮州府客人和嘉應州客人的代名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最爲重要的是，客人或
0 0 0

「客家人
0 0 0

」的概念範
0 0 0 0

圍不是固定的
0 0 0 0 0 0

，而是伴隨著粵東客人精英與其他群體的交流不斷地擴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至少 1930

年代之前，廣東省西部（包含現在的廣西南部和海南島）、江西省、福建省等講類似

語言的部分精英，也自認爲、或者被粵東的客人視爲客人、「客家人」21）。1907年到

1930年代之間，以經歷三次大型風波為契機，以廣東省、香港、東南亞華人社會為

中心的粵東中心主義客人觀念逐漸向外擴張。程美寶（2006）、飯島典子（2007）等

不少歷史學家說明了在這段時期，客人精英開展自我主張運動的過程。筆者簡要地

將上述研究的概況整理如下。

 第一次風波，在光緒 33年（1907），黃節出版《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後發生。

黃節是出生於廣東省順德縣的本地人（後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他在這本教科書

中說客家族不是漢人。對此，丘逢甲聯合他的夥伴鐘用和（1863–1923）、以及後來

任廣東中山大學初代校長的鄒魯（1885–1954）等客人精英，對這一表述開展了抗議

運動。鐘用和和鄒魯都是潮州府大埔人，他們以大埔縣的勸學所為中心，與廣東各

地的勸學所聯繫，向政府提出聯合抗議聲明。清朝政府擔心這一爭論最終會演變成

民族對立，於是在第二年再版《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時，將客人相關的部分刪除

（程 2006: 82–87）。民國元年（1912），粵東的客人精英自己編寫的《最新梅縣鄉土

教科書》中，明確指出客人是來自中原的漢人。此時，客人精英一直以來支持的中

原漢人起源說，正式成為了被納入制度中的知識（李 2017: 69）。

 第二波的開端，以 192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烏爾葛（R. D. Wolcott）英文版

《世界地理》一書為契機。針對烏爾葛關於廣東省的「山區多野蠻的部落、退化的人

民，如客等等便是」的表述（Wolcott 1920），客人精英為之震怒，在上海和廣州組

織了客屬大同會抗議。此時參與這個抗議運動的客人達數千人，其中的一位領導人

物饒芙裳（1857–1941）是黃遵憲的熟人，他本人經常與東南亞打交道（舒 2008: 

14）。他們向廣東省省長抗議，要求停售《世界地理》，最終商務印書館發出通告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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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改出新版。通過這個事件，客人精英感受到了成立客人的聯誼會的必要性，1921

年 9月 29日，在香港島成立了旅港崇正工商總會（1926年 6月改名為香港崇正總

會；為方便起見，本論文統一稱之為香港崇正總會）。之所以他們選擇香港，是因為

香港毗鄰與廣東省，且與海外的聯繫較方便。在香港大力推進這個客屬團體的人物

有黃茂林、李瑞琴、廖新基、賴際熙等。黃茂林是香港崇正總會的發起人之一，李

瑞琴和廖新基是成功的商人，為這個客屬團體的成立提供大量資金。賴際熙是香港

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被任命為香港崇正總會的初代會長（黃 1992: 380–394; 鄭編 

2002: 694）。

 第三波是 1930年 7月，李振芳的論文在廣東省政府建設廳所編的《建設週報》

37期上刊登時開始的。該文說明，廣東省的客家有大種小種，「大種語言啁啾，不

甚開花，小種語言文化，取法本地人」。這一次的抗議活動逐步發酵成了重大的社會

事件。日本學者持田利貞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當時，在廣東省的學界、政治界、軍事界等各方面活躍的客家人們，讀這篇文章後鬧得很厲
害。大埔縣的饒靖中寄信給廣東省主席，要求停刊。…8月 27號，省政府的陳銘樞召集了雙
方的負責人，在廣州東山的退思園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責令調停。《建設週報》的編輯也
因此事件左遷，並表達改過自新、衷心表示遺憾之意。
 （持田 1942: 42）

 這三次事件中，客人精英屢次強調自己群體是起源於中原的正統漢人，其語言

文化相比其他民族更加類似於中原漢人的看法，這個看法後來逐漸地被社會廣汎承

認。實際上在 1910年代之後，客家人是從中原移居的純粹漢人這一話語，已經在粵

東梅縣的族譜以及教科書中出現（這些文本往往將客家人稱之為「客族」，也就是說

作為民族的客家人）（夏 2011: 57–60）。特別是在 1930年期間，廣東省的掌權者，國

民黨的陳濟棠將軍（1890–1954）及其盟友廣東省主席陳銘樞（1889–1965）認可客

人（這一段時期客人精英開始常用「客家」、「客族」這個民族概念）是正統的中原

漢人這個說法，即這一説法在當時被廣東省的最高權力者所接受22）。

 值得關注的是，推動這一系列運動的主體以粵東的客人精英為主，特別是嘉應

五洲和大埔縣的客人精英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根據現在的通說，福建、江西、

廣西、湖南、四川、台灣等也有不少客家居住地。但是，除了丘逢甲等活躍於廣東

省部分客人精英之外，這些地區的絕大部分客人精英，僅僅是隔岸觀火，並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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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25年之間的抗議運動。除廣東省和香港之外，積極參與這個抗議運動的主要群體

還包括東南亞的客人精英，特別是從粵東移民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的華僑。

舉例而言，1921年香港崇正總會成立時，賴際熙會長最先開始到東南亞各國宣傳和

募款（鄭編 2002: 694）。客人精英將客人團體的本部設置在香港的原因，也是考慮

到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另外，在第三波抗議運動時給廣東省主席寄信的饒靖中，

是出版過《海外埔人工商概覽》的客人精英，精通大埔客人的海外狀況。飯島典子

還指出，1930年的事件中，鄧彥華這一人物也參與其中，他本人也經常往來於香港

和新加坡（飯島 2007: 207）。

 那麼，為什麼東南亞的客人精英―與福建、江西、廣西、湖南、四川、台灣等

地不同―會積極參與廣東省和香港的抗議活動呢？華人移居到東南亞的歷史悠久，

但從交界區和東江流域開始大量移民的時期是 19世紀到 20世紀之間。自 1801年，

在馬來西亞成立檳榔嶼仁和會館以來，整個 19世紀，東南亞各地陸續成立了仁和會

館、人和會館、應和會館、嘉應會館（以上都是嘉應州移民的聯誼會）、茶陽會館

（大埔人的聯誼會）、豐順會館、惠州會館、鵝城會館（鵝城指惠州城區）、汀州會館

等。雖然現在的學者認為它們都是客家人的會館，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些會館的名

稱中沒有「客家」這個單詞，多是以祖籍地來命名的。然而，由於講不同方言的群

體同擠在狹窄的東南亞華人社會謀求生存，至少在 19世紀前期，東南亞的華人社會

就有客人―非客人的區分。我們從前述的基督教傳教士郭士立的描述就能知道這

一點。如郭士立所述，當時在東南亞被稱為客人的群體往往是嘉應州人。例如，19

世紀中期，在檳城被稱為客人的群體實際上是從嘉應州及其周圍地區來的移民

（Vaughan 1854: 14）。也就是說，原來東南亞的客人也是以粵東為中心的，由此我們

可以看到粵東中心主義的客人觀念。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東南亞地區被視為客人的範圍逐漸擴大。例如，由

於語言習俗上的差異相對較小，廣東大埔人和福建永定人―在他們的原鄉，大埔和

永定是臨縣―在東南亞有時會合併成立同一個會館。如此一來，永定人也慢慢被納

入為粵東中心主義的客人範疇裡。尤其是隨著世代的交替，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也

愈發減少，彼此之間開始可以聽懂對方的方言，並用粵語、普通話、當地話等溝通。

於是，粵東以外的人也開始逐漸自稱為客人了（飯島・河合・小林 2019: 198–201）。

 我們在香港和東南亞可以看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各個地區的不同客人開始交流聯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共同稱呼
0 0 0 0

彼此為客人或者客家人
0 0 0 0 0 0 0 0 0 0

。就這樣，慢慢脫離了粵東中心主義的客人觀念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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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香港崇正總會成立之前，香港已經有於 1896年設立的，以粵東勞動者為

中心組織的義安會館（今香港梅州聯會）、1912年成立的惠州工商總會，以及 1914

年以嘉應州的商人為中心組織的香港嘉應商會（今香港梅州總商會）（飯島・河合 

2019）。其中後兩者的行業類型相同，但依據地區分別成立。這意味著至少在 1910

年代，各個區域的客人還沒能聯手組織同一個團體。與此不同，香港崇正總會的成

員超越當時的行政地區，涵蓋了粵東、東江流域一帶等各地的客人。另一方面，香

港的惠州工商總會成立後，卻遭遇反復停滯並最終解散。在這一背景下，香港崇正

總會的成員裡也吸納了不少東江流域的移民，創辦人之一廖新基正是出身於惠州府

惠陽縣的客人（藤原 1998: 110–111）。1925年，賴際熙會長親自編輯《崇正同人係

譜》，強調客人是正統的中原漢人，甚至追溯到古代，羅列各類知名客人精英。賴際

熙在這本書中明確說明，在東江流域講水源話的群體也是客家人，在列舉客人精英

時還提到了廣東省各地以及湖南省和四川省出身的人物（賴 1995[1924]）。香港崇正

總會在剛成立時已認為，從粵東和東江流域移民到各地的人們就是「客家人」。可以

說，香港崇正總會說的客人（《崇正同人系譜》中常使用的詞語是「客族」）概念，已

經超出了傳統的客人概念。因為它跨越了不同客人之間的語言上、習俗上的差異。

此時，這個團體的客族話語已經開始接近於現在的通說。但是，《崇正同人系譜》中，

雖論述了贛南是客家人的主要移居途徑，但沒有具體提及贛南客人精英的名號。我

們可以發現，當時香港崇正總會的客人觀念仍然局限於粵東―東江中心主義的範

疇內。

 但是，香港崇正總會開始將客家人的範圍推向閩西（飯島 2007: 201）。或許是

因爲部分東南亞的閩西籍客人協助了香港崇正總會的成立和發展。胡文虎（1882– 

1954; 照片 2）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胡文虎是在緬甸出生的閩西永定籍商人，因虎標

萬金油等生意獲得商業上的成功。胡文虎在年輕時到新加坡、香港等做生意。根據

梁純箐（2002: 269–270）的説法，他在做生意時積極活用了客家人的國際網絡，重

視成立客家人的團體。在香港，胡文虎協助香港崇正總會的建立和發展，並在 1928

年擔任會長。此後，他回到新加坡，於 1929年 8月 23日成立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

擔任了初代會長。1930年代以來，他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為中心，組織起了東南

亞的客家團體網絡。

 如前所述，馬來西亞雖然有按照行政地區組織的客人團體，但還沒有形成跨地

區的客家人團體，團體名稱上也還沒有用客家兩個字。可是，1930年代之後，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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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各地陸續成立了冠以當地地名―而非中國的祖籍地名―的客家公會：新山客

家公會（柔佛州新山、1926年）、砂拉越古晉客家公會（砂拉越州、1933年）、霹靂

客家公會（霹靂州怡寶、1935年）、馬六甲客家公會（馬六甲、1938年）、吉打客家

公會（吉打州、1938年）、笨珍客家公會（柔佛州笨珍、1939年）、檳榔嶼客家公會

（檳榔嶼、1939年）、亞庇客家公會（沙巴州亞庇、1940年）等（cf. 楊 2002; 飯島 

2007: 41; 安 2009: 8 等）。這些會館裡也包含不同祖籍地的客人。隨著時間的經過，

源自於不同地方的客人們開始共用一套語言。例如，在當地華人中客家人佔多數的

沙巴州，原來有嘉應州、東江流域、珠三角地區的多類客人，他們的語言、習俗也

有差異。可是，由於在沙巴州、珠三角寶安地區的客人佔多數，從而寶安客家話發

展爲當地的通用語言，其它客家話逐漸式微。筆者在沙巴州進行田野考察時得知，

出生於 1930年代～1950年代的沙巴客家人已經聽不懂、或說不出自己祖籍地的方

言。一些從東江流域移民到沙巴客家人也以寶安客家話為主，他們回東江流域的祖

籍地時很難跟親戚溝通。不管他們的祖籍地在哪裡，沙巴客家人已經以寶安方言為

其共同語言，並藉此表現出他們的客家認同感（河合 2018a）。不難估計，在其它的

東南亞地方也已經出現跨地域的、以某類方言為基準形成的客家人意識。

 可見，在香港和東南亞出現的客家人概念，已經超越筆者在第二節所說的傳統

照片 2　 在福建省寧化石壁客家祖地展示的客家名人銅像。左為胡文虎，右為羅香林。
與洪秀全、丁日昌、孫中山等一起被列為客家偉人（2015年 8月，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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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上的客人概念。客人和客家人之間的差異，不僅是名字上的差異，後者更是超

越各個客人之間差異的概念，換而言之，是包含不同認同群體的、更廣泛的概念。

這一點，與基督教傳教士所說的客家人概念反而有共同之處。雖然香港和東南亞的

客家團體的組織是由部分精英、富商牽頭的，但他們也是在本土長大的客人。因而

我們可以看出，香港和東南亞（尤其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部分居民已然開始接

受客家概念。美國的人類學家郭嘉思指出，1920年代，西方傳教士的客家概念已經

在香港的民間社會中逐漸普及，這些旅居香港的人們告訴梅縣的親戚，自己原來屬

於客家這個族群（Constable 1996: 12）。因此筆者推測，在當時，當地的民衆―特

別是在香港和東南亞―已經有了接受客家民族概念的基礎。限於筆者已有的資料，

暫時無法證明在 1920年代之前，香港、東南亞及廣東省的客人精英們，是否直接看

過基督教傳教士留下的文獻，或直接接受西方人的客家概念。但可以斷言的是，至

少 1930年以後受過西方教育的客人精英，特別是以羅香林（照片 2）為代表的客家

學者們，接受了基督教傳教士創造的客家概念。

4.3 羅香林的客家學說及其社會上的影響

 讀者應該已經可以理解，基督教傳教士提倡的客家概念和客人精英強調的客人

觀念之間的差異。簡單而言，客家概念是按照西方民族科學分類的概念，其目的是

對當地民族進行分類並描述出各自的民族特性。對基督教傳教士來說，個別民族的

開化或野蠻並不重要，因爲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傳教的方便，盡可能地去理解當地的

語言文化狀況。而客人精英的目的與基督教傳教士明顯不同，他們強調的是自己的

群體（客人）不是未開化的野蠻人，而是起源於中原的正統漢人這一點。對客人精

英來說，自己群體是否比他者群體優秀是更重要的問題。誰是客人這一標準與文化

相對主義的觀點相悖，因爲區別不同群體之間的語言是否能溝通、習俗上是否有共

同點的主觀性中，往往暗含不同群體之間的優劣判斷。可是，基督教傳教士提倡的

客家概念與此不同，能超越語言、習俗上的差異。我們已經看到，至少於 1920年代

開始，客人的觀念逐漸發生變化，尤其在香港和東南亞，客人與客家的概念逐漸接

近。這個現象在廣東省也能看到。特別是一位客人精英羅香林，引進傳教士的客家

概念，試圖將客人和客家概念重疊，鞏固了現在客家認知的基礎。

 羅香林（1906–1978）出生於廣東省嘉應州興寧縣，1926年在清華大學攻讀了

歷史學和人類學，師從史禄國（Sergei Shirokogoroff）。史禄國是來自俄羅斯的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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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也做過廣東民族的自然人類學研究。他在 1925年出版的英語書《東南中

國和廣東省的人類學》已提及客家（Hakka）這個概念，還引用歐德理的《客家史

概略》和《客家的民族誌素描》（Shirokogoroff 1925）。羅香林受到父親羅幼山的影

響，從本科開始從事客家研究（羅 2008）。他畢業之後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任職，其

後歷任重慶的國民黨專門委員、廣東省政府委員兼省立文理學院等職業。1949年移

民香港，在新亞書院（今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任教，去世後埋葬於巴色會的

主要分佈地點之一的崇謙堂村（cf. Constable 1989: 104–105）。

 羅香林對客家學的研究相當豐富（蕭編 2008），但筆者想更加關注的是他的身

份。羅香林在粵東客人精英家庭出生，也是巴色會的基督教徒（劉 2001: 56）。羅香

林的客家研究受到基督教傳教士―特別是歐德理―的很大影響。他在1933年出版

的《客家研究導論》裡引用傳教士對客家人的見解，同時將漢人的下屬群體定義為

「民系」，認為廣東的民系有客家人、本地人、潮州人三種。根據羅香林的說法，客

家人是起源於中原的漢人，與其他民系有共同點。但是，客家人在移居到南方的過

程中，通過適應當地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形成了與其他民系不同的特色。如客

家人住在圍繞型民居中，重視信仰風水等（羅 2010[1933]）。羅香林的客家論與歐德

理的客家論有一定的共同點：兩者都試圖將廣東漢人進行類型化和範疇化，也嘗試

描繪出客家人和其他民系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很明顯，羅香林按照西方民族的思考

模式論述了客家人的民族特性。

 可是，筆者需要指出，羅香林同時也繼承了歷代客人精英傳下來的看法。受過

人類學訓練的羅香林，在分析客家習俗時用的不是來自西方的文化（culture）概念，

而是「文教」概念。「文教」的概念相當於中國傳統語境下的「文化（wenhua）」一

詞。羅香林用「文教」一詞試圖強調客家人不是沒「文化」的野蠻人，而是起源於

中原的「文化」人。可見，羅香林的客家概念裡還存有粵東客人精英留下的客人觀

念。羅香林的粵東中心主義客人觀念在他對客家空間分佈的說明（請參考表 3）中

明顯地表現出來。

 羅香林通過中國南方各個縣的客家人分佈情況，分類、定義了純客住縣（客家

人佔近 100%的縣）、一級客住縣（客家人佔約 80%的縣）、二級客住縣（客家人佔

約 30%的縣）和三級客住縣（客家人佔約 10%的縣）。按照本論文的定義，純客住

縣和一級客住縣是「客家空間」，二級客住縣和三級客住縣則是「非客家空間」。首

先，關於廣東省，羅香林提出的客家分佈圖與歐德理的較接近，但也有差異：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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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認為東江流域的各縣（河源、紫金、連平、龍川、和平、博羅、新豐）是純客住

縣，但將花縣視為三級客住縣。可見他的認知與現在的通說（參見圖 2）更加接近。

值得關注的是，羅香林並不認為全交界區是純粹的「客家空間」。具體來說，他將閩

西的連城縣、龍岩市區、贛南的贛縣、于都縣、會昌縣、寧都縣、興國縣、石城縣、

瑞金縣都視為客家人較少的地區。龍岩市區和贛州市區有不少講官話（非客家人）

的居民，但其它各縣，如今都被公認為是客家人佔比例近 100%的客住縣（純粹的

「客家空間」）。由此可見，當時羅香林的見解與現在的通說還沒能完全達成一致。 

 那麼，羅香林為什麼認為閩西、贛南的九個縣不是「客家空間」呢？是羅香林

對當地的調查研究不足，他對當地的客家人還不足夠了解的原因嗎？筆者雖然不反

對這個見解，但筆者同時發現這九個縣有一個共同點：這些地區與羅香林所在的粵

東（特別是嘉應）客家話很難溝通，大部分的居民也沒有客家認同。對粵東的客人

來說，連城的方言比長汀和永定的方言更難溝通。1980年代之前的贛南，只把毗鄰

表 3　針對羅香林的描寫所整理的客家分佈情況

省、區 層次 客家居住縣

廣東

純客住縣 梅縣、蕉嶺、平遠、五華、興寧、大埔、豐順、和平、龍川、紫金、河
源、連平、始興、英徳、翁源、仁化、赤渓

一級客住縣 連県、恵陽、南雄、曲江、樂昌、乳源、新豐

二級客住縣 掲陽、寶安、花縣、增城、博羅、龍門、佛岡、清遠、連山、陽山、防
城、合浦、欽縣

三級客住縣
饒平、潮陽、海豐、陸豐、惠來、東莞、番禺、中山、三水、開平、從
化、陽春、信宜、徐聞、羅定、化州、広寧、臨高、儋県、崖県、陵
水、澄邁、定安、萬寧

福建
純客住縣 上杭、武平、永定、長汀、寧化
二級客住縣 連城、龍岩、清流、明溪

江西
純客住縣 信豐、安遠、尋烏、定南、龍南、全南、南康、大余、崇義、上猶

二級客住縣 贛縣、于都、會昌、寧都、興國、石城、瑞金、広昌、永豐、萬安、遂
川、吉安、萬載、萍鄉、修水、吉水、泰和

廣西 二級客住縣 武宜、馬平、柳城、藤縣、桂平、平南、貴縣、博白、玉林、陸川、北
流、賀縣、象縣

湖南
二級客住縣 郴州、汝城
三級客住縣 瀏陽、平江

四川
一級客住縣 隆昌、榮昌
二級客住縣 成都、新都、資中、内江、涪陵、巴縣、瀘縣、廣漢

資料來源：參考（羅 2010[1933]: 93–98），筆者整理。已被改成現在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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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應州的三南（定南、龍南、全南）及源自嘉應州的移民叫做客人，其他的贛南居

民不認為自己是客人（河合 2013c）。也就是說，羅香林對客人的認知，很可能同樣

帶有粵東中心主義的客人觀念的色彩，以自己群體為標準來判斷誰是客家人（客

人）。無論如何，羅香林的客家概念與現在的客家觀念不同這一點，是被很多客家研

究者疏漏掉的事實。

 我們分析羅香林的客家學時還需要關注他的學說在社會上的影響力。特別是在

1930年代，羅香林的客家學說超越了學術圈，在各界的客人精英之間普及。羅香林

學說傳播方向之一，便是構建了羅卓英等國民黨的客人精英的自我意識（程 2006: 

241–259）23）。另一個方向則是影響了香港和東南亞的客家團體。羅香林一直以來與

香港崇正總會有聯繫，1949年移民到香港後，成為了該會的重要成員。前述的胡文

虎是羅香林的支持者。胡文虎在香港和東南亞建構客家網路時，依據的客家思想正

是羅香林的學說，他將《客家研究導論》一書賣給了東南亞的各個客家公會（張 

2004: 75）。

5 結語―客家觀念的伸縮

 就這樣，以客人精英羅香林為中介，19世紀中期以來由基督教傳教士按照西方

民族科學創出的客家（Hakka）概念，逐漸地推向學術界和華人世界。但這只不過

是客家概念擴散的開端，因為羅香林的客家學說和現在的通說還有一定的差異。從

另一角度來說，羅香林的客家概念實際上―直接地或間接地―沿襲了粵東客人精

英的粵東中心主義客人觀念。如第二節提及的，原來在中國南部指的客人指是語言、

習俗不同的他者，但 19世紀後期以來，粵東客人精英逐漸地將客人這個稱呼轉換為

繼承中原「文化」的，也就是說比其他民系更優秀的群體。出身於粵東精英家庭的

羅香林，在這一客人概念的基礎上借用傳教士（特別是歐德理）的民族科學分類系

統證明了這一點。可是至少在20世紀前半，客家一詞指的範圍仍然是以粵東和東江

流域為中心，而後逐漸它的範圍擴大到當時的部分粵西客人精英、閩西籍東南亞華

僑。需要再次重申，交界區的閩西、贛南以及廣西、湖南、四川、台灣等省／地區

的客人精英幾乎不參與粵東出身客人的抗議運動。實際上，這段時期的客家概念大

概指粵東及其相關的客人，還未能包括目前被視為客家人的更多群體（各地的不同

客人等）。這個粵東中心主義的客人（客家觀念）演變爲現在的交界區中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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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交界區的幾乎所有居民及其移民，都一律視為客家人的今日的通說―的時期是，

1978年 12月的改革開放之後。改革開放後，大陸的地方社會與華僑等海外人士的

交流增多，逐漸形成了交界區中心主義的客家概念（河合 2013c）。但是，傳統的粵

東中心主義客人觀念直到現在，在粵東北的民間社會仍然存在著。 

 因此，筆者要強調的是，客家這個概念範圍不是靜態的，甚至現在也在逐漸地

變化。根據社會經濟條件，其民族範圍會不時地伸縮。本論文基本上同意歷史學的

建構主義視角，但筆者不認為只分析清末民國時期的客家概念的生成過程就能解決

客家起源問題。先行研究提及的主要是粵東中心主義的客家（客人）概念。如今看

來，這只是客家概念生成的初期階段。為了更加明確地把握現在的客家範圍，我們

還要關注改革開放後各地的客人（包含歷代講粵語、閩南話的群體）獲得客家認同，

變成為客家人的過程（河合 2012; 2013c; 2014）。甚至於我們還要進一步探討台灣的

客人變成客家人的過程（參見，本特輯的橫田論文和洪論文）。另一方面，我們還需

要關注，為什麼到現在爲止，仍有一些客人不主張自己是客家人，以及為什麼同爲

講客家話的群體、從交界區移民的群體有些卻不被認為是客家人。我們不能忘記，

一些西南少數民族是在族譜上、傳說上同樣是從交界區遷出的（金 2012）。按照今

日的客家觀念，假如交界區是純粹的客家地區，其居民基本上也都是客家人的話，

從交界區遷出的漢族和少數民族也應該都是客家人。可是，一些從閩西移居過來的

侗族或者六甲人（在當地往往被叫做客人）不主張自己是客家人。本特輯的飯島論

文也表示，從交界區的贛南以及其他江西省的客家居住地移居到雲南的人群，目前

仍不被認爲是客家人。這些差異究竟從何而來？筆者想再次強調，客人和客家人的

概念在根本上不同。客人是否變成為客家人是根據各地的社會脈絡決定的。可以說，

一些客人（包含今日的潮汕人、閩南人、廣府人等）因爲某種契機，接受客家這個

民族概念之後，才成為客家，但其他客人群體因沒能接受客家概念而變成為非客家

人。可是，前者實際上參與塑造、甚至强化了同質性的客家人這個民族範圍。同時，

學者、媒體、政府等外部觀察者往往忽視了客家人內部的多元性。通過上述分析，

我們才能夠理解客家的起源不是單一的，客家人是由原本不同的群體、不同客人所

構成的。本論文正是這種客家多元起源論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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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非常感謝飯島典子教授對本論文提出修改意見，以及日本慶應大學博士生邢光大先生對本論文

的中文表達和內容提出寶貴的建議。

註
 1） 本論文將根據田野考察，描述、分類出他者的文化、語言、身體特徵，並且對不同族群的文
化差異，不去進行優劣判斷的做法稱之為近代民族科學。美國文化相對主義和英國功能主義的
思路和方法論是其典型。但如本論文中所說，這一做法實際上在部分傳教士的描述中已經出現。
雖然本特輯主要關心在於客家研究的脈絡，但本論文也間接指出，人類學重新關注傳教士及其
民族科學之必要性。

 2） 筆者在本論文將漢族和漢人進行區別：漢族是新中國以後被劃分的 56個民族之一；漢人是被
開化（繼承中華文明）的群體。

 3） 筆者在別的論文（河合 2013c）系統指出過，在上世紀 80年代之前，閩西和贛南的不少當地
人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一些人還認為，自己不是客家人，客家人是別的群體。

 4） 但是，1978年 12月中國政府採用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隨著人口流動不斷增多，廣東人也在
省內外頻繁移動。不少潮州人和客家人移居到珠三角的城市。

 5） 關於傳教士歐德理對「蛇話」的描述，請參考本論文的表 1。另外，德國的傳教士何必烈也
認為「蛇話」是粵語。

 6） 瀨川昌久指出，在海南島被稱呼為「客家人」的群體不是現在我們普遍認識中的客家人，而
是閩南人（瀨川 2006）。

 7） 畬族是中國 55個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分佈在浙省江、福建省、廣東省等。與瑤族同樣，畬族
將盤古（狗神）視為自己民族的祖先。大部分畬族的姓為藍、雷、鐘、盤（東亜同文書院第 9
期生 1912）。

 8） 服部宇之吉（1868–1939）是著名的中國哲學研究者，歷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美國哈佛大學
教授、韓國京城大學校長、日本國學院大學校長等。

 9） 2008年 1月筆者在日本橫濱的唐人街訪談了這位年邁的婦女。按照目前的觀念，中山市的客
家人主要集中在五桂山及其附近區域，不在海邊。這位婦女卻認為，住在五桂山附近的不是客
家人。也許是因爲她離開中國很久，因此沒受到過中國的客家觀念的影響，至今仍保留著傳統
的客人觀念。

10） 普寧的老人家（潮汕人）往往將珠三角的本地人（今日的廣府人）稱之為「外省人」。儘管潮
汕人和廣府人都住在廣東，在普寧老人家的觀念上仍然把本地人視爲他者。其次，以伊能嘉矩
爲代表的 20世紀前半的日本學者，往往傾向於將普寧視為純粹的客家人地區（河合 2013a: 
6–7），但現在的大部分普寧人（除了雲落鎮的居民等一部分之外）都自稱為潮汕人。考慮到近
100年來，普寧沒有過大型族群移動這一點，當時的普寧人有可能是被外面的群體視為是客人。

11） 郭士立出生於現在的德國，1828年作為荷蘭傳道會的傳教士被派遣去雅加達開展傳道工作。
在日本，他作為首位將聖典翻譯成日文的傳教士而聞名遐邇。

12） 據拉馬爾所述，1845年之前歐洲人還不知道客家話的存在（Lamarre 2002: 74）。另外，歷史
學家陳麗華（2011: 6–7）指出，1845年，英國的一位香港殖民地官僚 Samuel Fearon認為香港
的原居民裡有很多客家人（Hakkas），其語言、習俗、性格與其他群體不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
民族（race）。或許今後，我們還能找到比 1845年更早的基督教傳教士和殖民地官員對客家人
（Hakka）的文字記載記錄。期待歷史學家等今後進一步的的史料解讀。

13） 台灣苗栗的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收藏有麥愛華《客英大辭典》的初版（1905年）。2012年，寶
安客家話（別稱為：惠東寶客家音）的修訂版在荷蘭出版，2014年由天馬出版有限公司於香港
出版。

14） 當然，歐德理沒有直接受到文化相對主義的影響。歐德理比法蘭茲 ·鮑亞士早 20年出生。鮑
亞士倡導文化相對主義，是19世紀末他移民到美國並確立現代人類學之後的事情。但文化相對
主義的起源是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的文化多元論。赫爾德是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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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學家、神學家，因此，歐德理有可能受到赫爾德哲學的影響。同時，鮑亞士是在德國受過
學術訓練的德國移民，他受到赫爾德的文化多元論的影響，在文化人類學界的地位舉足輕重。
然而人類學，重視鮑亞士的同時卻輕視了同受到赫爾德哲學影響的傳教士的調查研究，並將傳
教士的研究和後來的文化相對主義及功能主義進行區別。也許我們需要重新檢討，傳教士的民
族科學與文化相對主義和功能主義之間存在的連續性。

15） 1873年，歐德理出版了關於風水的論著（日語版於 1999年出版）。由於歐德理將風水視為擬
似科學，後來被許多人類學家所批判。但歐德理對風水研究的動機，源自於對中國居民的異文
化理解。

16） 根據黎力基的記載，江西省的主要人口是客家人，並且在南昌府也有使用客家話的人，這一
點郭士立也已經說過。黎力基還說，客家人也在廣西、福建、台灣（Lechler 1878; cf. 簡 2018: 
161）。或許波及耶也多少參考了黎力基的文章。

17） 這本教科書實際上是針對初學者的客家話對話集。我們從這本書可以看出，波及耶是如何精
通客家話的（Dyer-Ball 1896）。

18） 據說 1849年，在新加坡的統計資料上出現客人、潮州人、本地人的分類。這剛好是西方傳教
士在中國廣東省開始傳教的時期（姚 1933: 75）。雖然當時還沒用客家（Hakka）這個單詞，但
也許可以說，這是作爲民族的客家範疇出現的前兆。由於筆者未能入手第一手資料。關於傳教
士的客家概念如何影響到殖民地政府，仍需要今後進一步探討。

19） 關於傳教士在閩西的活動，請參考衛英士（2017）。
20） 黃遵憲在 1887年寫完《日本國志》，於 1895年出版。筆者認為，《日本國志》同樣具有民族
誌的性質。

21） 筆者想在此強調，這只不過是客人精英之間的現象，並不涵蓋大部分的民眾。現在在福建、
江西、廣西等中國南部被視為客家人的民眾，至少 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之前，並沒有什麼作爲
客家人的認同，不少人甚至直接否定自己是客人（河合 2013c; 2014）。

22） 20世紀前半，潮汕人和本地人之間沒發生過類似客家人一般的族群運動。因為19世紀末、20
世紀前半時潮汕人和本地人已掌握話語權，他們往往將客家人描述為野蠻的非漢人，客家精英
分子對此抗議（程 2006）。1930年代，羅香林已鞏固了客家學的基礎，而中國大陸出現潮汕學
這個一學科潮流，則是在 1990年代。這一動向與 1990年代在香港出現的潮汕文化運動相關。
詳細請參見志賀市子編《潮汕人》（志賀編 2018; cf. 河合 2018b: 162）。

23） 1940年代末張發奎移民到香港、羅卓英和薛岳移民到台灣。他們在台灣和香港身居政府高
位，直接推動了客家意識的發展，並於 1970年代一起組織了世界客家大會。這一點，今後筆者
打算在別的論文中詳細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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